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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促进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是新型城镇化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东部、中部、西部３省５种新型城
镇化模式下６４５名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及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融入情况
从西到东逐渐好转，性别因素在西部具有显著影响，交通便利程度在东部影响不显著；年龄、文化程度、目前就业状况、

新型城镇化模式、迁到新社区年限在各地区均具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目前收入状况和社区配套设施影响不显著。

因此，加强补偿教育、促进稳定就业等是促进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有效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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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传统城镇化还是新型城镇化，失地农民的社会保
障、社会融入等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议题。失地农

民社会融入是指因国家公共利益需要而失去承包土地及依附

于土地上其他权益的农民迁离原居住地后，对新环境从生活

方式、行为模式以及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等所进行的调适过

程及其结果。失地农民从原来生活、劳动的农村环境被迁移

到陌生的城镇场域，尽管实现了居住空间的位移和户籍身份

的转换，但因多种因素及其叠加效应的制约，很难顺利实现社

会融入［１］。然而，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不仅事关这个群体自

身的健康发展，也对一个地区的和谐与安定以及新型城镇化

促进人全面发展目标的达成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如何使新

型城镇化中的失地农民顺利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值得关注。

１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国外学者关于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起源于国际移民问题

的探讨，并逐渐形成了溶炉论、社会同化论以及多元文化论等

颇具影响的经典理论。以 ｄｅＣｒｅｖｅｃｏｅｕｒ为代表的“溶炉论”
认为，后到移民会通过结构同化自然融入先到移民所构建的

社会结构体系之中，种族歧视或偏见将因结构同化而自然消

失［２］。但该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只强调了移民与移民之

间的融入，没有对移民与东道国主流社会的融入进行探讨。

社会同化论对此进行了补充，帕克认为，定居、适应和同化是

移民的社会融入通常要经历的３个阶段。刚到新环境时，因
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原因，移民只能在边缘领域努力，难以

在主流社会立足，但随时间推移，许多移民开始接受、适应和

认同东道国主流文化，并潜移默化地被其同化，社会融入也因

此实现［３］。然而，社会同化论也有自身的不足，因其只强调

了主流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忽视了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

多元文化论对此进行了完善，提出了移民的社会融入同时受

自身文化、迁入地文化和迁入地态度三重因素影响的观

点［４］。尽管不同理论派系对移民的社会融入机理持有不尽

相同的观点，但都一致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有助于良好社会

秩序的形成以及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失地农民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与

日俱增。陈美球等认为，因文化生活贫乏、非农创业资金不足

以及社区软环境建设滞后等原因，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

还面临着重重困难［５］。李永友等从心理和身份融入的角度

指出，征地过程透明度低、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影响了失地农民

的心理认同，就业安置支持力度不够制约了失地农民身份归

属［６］。关于促进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途径，学者们各抒己

见。严蓓蓓等认为，只有充分释放社区在社会服务、社会参

与、社会稳定以及人的社会化等方面的功能，失地农民的社会

融入才会变得顺畅［７］。王晓娥开出的良方是完善征地补偿

与就业保障制度、净化社会舆论环境以及加强对失地农民教

育引导［８］。至于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于宏等利用群体

卷入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对３８５个调查样本进行分析后提
出，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身份认同、长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

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９］。殷俊等的实证分析则表明，年

龄、性别、受教育年限、自身观念以及土地补偿标准等因素共

同决定着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水平［１０］。

毫无疑问，上述研究及其成果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

要基础，笔者认为该议题尚有以下方向值得补充：第一，新型

城镇化建设是失地农民社会融入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

关于新型城镇化本身是否对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具有影响以及

影响方式的问题不应回避。第二，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文化传统等差异较大，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是

否存在地区差异值得探究。结合上述分析，参照他人研究思

路与分析方法，本研究首先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１－ａ，性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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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无显著影响；假设１－ｂ，年龄越大，社会融
入情况越差；假设１－ｃ，婚姻对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无显著影
响；假设１－ｄ，文化程度越高，社会融入情况越好；假设１－ｅ，
目前就业状况越好，社会融入情况越好；假设１－ｆ，目前收入
状况越好，社会融入情况越好。假设２－ａ，新型城镇化模式
对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假设２－ｂ，居住安置方
式对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无显著影响；假设２－ｃ，迁到新社区
年限越长，社会融入情况越好。假设３－ａ，交通越便利，社会
融入情况越好；假设３－ｂ，社区配套设施越完善，社会融入情
况越好。假设４－ａ，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存在地区差异；假设
４－ｂ，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

２　数据来源及变量设定

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２０１７年１—７月对广东（东
部地区）、湖南（中部地区）、广西（西部地区）下属的３０个乡
（镇）７２个社区（村）５种新型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发展模
式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智能、低碳、集约和绿色为发

展准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城镇化建设中所形成的规

律、特征及其表现载体的总和。目前主要有产城融合、产城综

合、旧城更新、旅游集群小镇、新农村社区５种模式。）下年满
１８周岁失地农民（多为户主）的问卷调查。调查中，每市各发
放问卷３００份、共计９００份，回收问卷８５３份，其中有效问卷
７９５份，总体回收率和合格率分别为９４．７８％和８８．３３％，符

合社会学调查问卷回收率与合格率的基本要求。

２．１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会融入。为避免调查结果受主观情

绪干扰，本研究以失地农民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对其社会融入

情况进行甄别。如果其日常主要交往对象仍然是具有血缘、

亲缘等属性的熟人群体，那就说明其并没有真正融入新环境；

相反，则说明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新环境。为此，在因

变量社会融入选项中设置了“原亲戚”“原邻居／原朋友”“新
邻居／新朋友”和“现同事／城镇其他人”４个选项，然后根据
调查结果作二分化处理，即将前２项统一归为“未融入”（取
值为０），将后２项全部归为“已融入”（取值为１）。
２．２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从３个维度进行选取，即失地农民
个体及家庭禀赋特征、新型城镇化因素和社区因素。个体及

家庭禀赋是新型城镇化中失地农民社会融入中最具能动性的

因素，因此选取性别、年龄等６个变量，力争多角度考察其对
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影响。新型城镇化是引发失地农民社会

融入问题的直接因素，也可能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因而

从内涵、空间和时间不同视角选取了新型城镇化模式等３个
变量并探究其影响情况。社区的交通便利程度和配套设施完

善程度直接影响失地农民的对外联系和对内交流，因而这２
个因素理应纳入影响指标体系。本研究的变量解释及赋值见

表１。

表１　变量解释及赋值

变量 变量解释与赋值

被解释变量 社会融入：未融入＝０；已融入＝１
解释变量

　（一）个体及家庭因素
　　性别（ｘ１） 男性＝０；女性＝１
　　年龄（ｘ２） ３０岁以下＝１；３１～４０岁＝２；４１～５０岁＝３；５１岁以上＝４
　　婚姻状况（ｘ３） 未婚＝０；已婚＝１
　　文化程度（ｘ４） 小学及文盲＝１；初中＝２；高中／中专＝３；大专及以上＝４
　　目前就业状况（ｘ５） 失业１年以上＝１；临时工作＝２；稳定工作＝３
　　目前收入状况（ｘ６） 比失地前增加＝１；和失地前一样＝２；比失地前下降＝３
　（二）新型城镇化因素
　　新型城镇化模式（ｘ７） 产城融合＝１；产业综合＝２；旧城更新＝３；旅游集群小镇＝４；新农村社区＝５
　　居住安置方式（ｘ８） 农村新社区＝１；集镇安置小区＝２；县城安置小区＝３
　　迁到新社区年限（ｘ９） ≤１年＝１；＞１～＜３年＝２；３～＜５年＝３；≥５年＝４
　（三）社区因素
　　交通便利程度（ｘ１０） 很不满意＝１；不满意＝２；较满意＝３；满意＝４
　　社区配套设施（ｘ１１） 很不满意＝１；不满意＝２；较满意＝３；满意＝４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只将社会融入时间落在同一“迁到新社区年限”

内的新融入的样本记为已融入，剔除在本时间段以前已经融

入的样本。如某样本“迁到新社区年限”为“３～＜５年”，但
已经在“＞１～＜３年”时段内融入了社会，则该已融入样本不
计入“３～＜５年”时段。根据该原则，从７９５个有效样本中剔
除了１５０个样本，因而实际使用样本数据为６４５个。接下来
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表２），以判断新型城镇化中失
地农民的社会融入是否存在地区差异。

３．１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从表２可知，新型城镇化中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情况不
是很理想，从全国情况看，本研究定义的“已融入”占总样本

的５１．５％，仅略高于４８．５％的“未融入”比。但该情况比王
彩芳调查的７７．４％的未融入比［１１］好转了很多，也稍高于陈浩

等调查的４６．７１％的融入比［１２］。从各地融入状况看，情况较

好的是东部地区的广东，融入比为５７．３％；其次是中部地区
的湖南，融入比为５１．６％；最后是西部地区的广西，融入比为
４５．１％，假设４－ａ成立。社会融入存在地区差异的原因可能
是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过近４０年的
洗礼，农民的思想观念已较为开放，成为失地农民后能较快融

入城镇新环境，而中部、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依次减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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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占比（％）

全国 广东 湖南 广西

ｙ 未融入 ４８．５ ４２．７ ４８．４ ５４．９
已融入 ５１．５ ５７．３ ５１．６ ４５．１

ｘ１ 男 ５０．９ ５１．８ ４８．４ ５３．０
女 ４９．１ ４８．２ ５１．６ ４７．０

ｘ２ ３０岁及以下 ５．９ ４．６ ７．４ ５．６
３１～４０岁 ２１．９ ２１．６ ２５．１ １９．５
４１～５０岁 ３４．９ ３８．１ ２９．８ ３６．７
５１岁及以上 ３７．４ ３５．８ ３７．７ ３８．１

ｘ３ 已婚 ９３．６ ９４．０ ９１．２ ９５．８
未婚 ６．４ ６．０ ８．８ ４．２

ｘ４ 小学及文盲 ４５．３ ４６．３ ４１．４ ４８．８
初中 ３０．５ ３４．９ ２８．８ ２７．４
高中／中专 １７．４ １４．２ ２０．０ １７．７
大专及以上 ６．８ ４．６ ９．８ ６．０

ｘ５ 失业１年以上 ２４．７ １９．３ ２６ ２９．８
临时工作 ２８．７ ２４．３ ３０．２ ３１．２
稳定工作 ４６．７ ５６．４ ４３．７ ３９．１

ｘ６ 比失地前下降 ２８．５ ２２．９ ２９．８ ３３．５
和失地前一样 ３２．４ ３１．７ ３４．０ ３０．７
比失地前增加 ３９．１ ４５．４ ３６．３ ３５．８

ｘ７ 产城融合 １９．２ １８．３ ２１．４ １８．１
产业综合 １９．２ １８．３ ２０．０ １９．５
旧城更新 ２１．１ ２０．６ ２０．９ ２１．９
旅游集群小镇 １９．７ ２１．６ １５．８ ２１．４
新农村社区 ２０．８ ２１．１ ２１．９ １９．１

ｘ８ 农村新社区 ３２．６ ３４．４ ３２．６ ３０．７
集镇安置小区 ３３．５ ３２．１ ３３．５ ３０．７
县城安置小区 ３４．０ ３３．５ ３４．０ ３４．４

ｘ９ ≤１年 ２３．１ ２３．９ ２５．１ ３４．９
＞１～＜３年 ２９．９ ３１．２ ２７．９ ３０．２
３～＜５年 ２４．７ ２３．４ ２３．３ ２７．４
≥５年 ２２．３ ２１．６ ２３．７ ２２．３

ｘ１０ 很不满意 ２２．５ １１．５ ２５．６ ３０．７
不满意 ２４．２ ２０．２ ２４．２ ２７．４
一般满意 ２０．３ １８．３ ２６．５ １８．６
满意 ３３．０ ５０．０ ２３．７ ２３．３

ｘ１１ 很不满意 ２４．３ １７．０ ２５．６ ３０．２
不满意 ２９．５ ２１．１ ３２．６ ３４．９
一般满意 ２２．８ ２８．４ ２４．７ １４．９
满意 ２３．４ ３３．５ １７．２ ２０．０

地农民融入难度则逐渐加大。

　　除目前就业状况、目前收入状况和交通便利程度这３个
因素以外，其他解释变量的地区差异不是特别明显。目前就

业状况最好的是广东，其“稳定工作”样本的占比为５６．４％，
比湖南的４３．７％和广西的３９．１％均高出不少。广东是我国
的制造大省和全球性的制造基地，适合失地农民的低门槛、非

专业性的稳定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目前收入状况中，广东

“比失地前增加”的样本的占比较湖南高９．１百分点，较广西
高９．６百分点，其原因除了就业因素外，集体分红与商铺租金
等收益也是造成这种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交通便利程度方

面，广东没有公交线路经过的安置社区已经非常稀少，只有

１１．５％，而湖南和广西均有超过５０％的安置社区呈“孤岛”或

“半孤岛”状态。这主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

支出差异及其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差异所致。

３．２　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文所知，本研究的因变量属于二分类变量，因而可

利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的目的
是探究不同因素对新型城镇化中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及

其地区差异。运行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得到模型Ⅰ、模型Ⅱ、模
型Ⅲ和模型Ⅳ（表３），这些模型分别分析了全国、广东、湖南
和广西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关系。从解释

力看，模型Ⅱ ～模型Ⅳ地区差异显著，模型Ⅲ解释力最强，其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为０．７４６；模型Ⅳ解释力次之，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为
０．７４３；模型Ⅱ最差，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为０．６６９。这种情况实际
上说明了新型城镇化中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地区差异

性的存在，假设４－ｂ成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估计中，Ｂ表示偏回
归系数，意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自变量每变化１个单
位而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化量。ｅｘｐ（Ｂ）为优势比，表示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变量每改变１个单位，事件的发生比
“Ｏｄｄｓ”的变化率。本研究主要采用Ｂ和 ｅｘｐ（Ｂ）对回归结果
展开分析。

　　（１）个体因素的影响。在４个模型中，婚姻和目前收入
状况均对新型城镇化中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不具有显著影

响，假设１－ｃ成立，假设１－ｆ不成立。年龄、文化程度和目
前就业状况在所有模型中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假设１－ｂ、１－
ｄ、１－ｅ均成立。性别在模型Ⅳ中通过了０．０５的置信水平检
验，假设１－ａ在此不成立。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
下，广西男性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情况要好于女性，其发生比为

３．７２４。这可能与广西重男轻女思想较严重，女性在社会中的
地位并未与男性完全平等有一定关系［１３］。年龄在所有模型

中的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年龄越大的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越困

难。可能的解释是：年轻失地农民的思想较为开放，学习能力

较强，对城镇生活和文化也较为熟悉，相对容易实现社会融

入。文化程度在所有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这表明失地农民

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实现社会融入。文化程度越高的失地

农民通常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强的自信心和就业信息获取

与运用能力，因而也就越容易实现社会融入。以稳定就业组

为参照，失业和临时工作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促进效果不

如稳定就业。失业和临时工作的失地农民一则容易产生自卑

心理，二则难以与城市群体长期接触，其社会融入也就困难

重重。

（２）新型城镇化因素的影响。在新型城镇化诸因素中，
新型城镇化模式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居

住安置方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设２－ａ、２－ｂ成
立。以新农村社区作参照，产城融合等模式在所有模型中均

对失地农民的融入具有负向显著影响，且 ｅｘｐ（Ｂ）值均小于
１。这表明在提升社会融入效果方面，新农村社区最好。其原
因可能是：新农村社区模式下的失地农民基本上是就近转移，

社会融入难度不是很大；而其他模式下，“离土”“离乡”“离

业”的情况比较多，失地农民因资本和技术约束，参与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程度非常有限，像是局外人，社会融入难度较大。

以“≥５年”为参照，迁到新社区年限因素中的“≤１年”
“＞１～＜３年”和“３～＜５年”在所有模型中均具有显著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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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Ｂ值［ｅｘｐ（Ｂ）］

模型Ⅰ（全国） 模型Ⅱ（广东） 模型Ⅲ（湖南） 模型Ⅳ（广西）
个体因素 ｘ１（１） ０．２０４（１．２２７） －０．２０７（０．８１３） －０．２４４（０．７８３） １．３１５（３．７２４）

ｘ２ －０．６１７（０．５４０） －０．７３７（０．４７９） －０．７５８（０．４６９） －０．６２０（０．５３８）
ｘ３（１） －０．２４０（０．７８７） ０．７６６（２．１５０） －０．８５０（０．４２７） －０．９３４（０．３９３）
ｘ４ ０．９５１（２．５８８） １．３３４（３．７９６） ０．９８１（２．６６８） ０．６９４（２．００２）
ｘ５（１） －１．８０３（０．１６５） －１．６８２（０．１８６） －３．１１４（０．０４４） －１．２２５（０．２９４）
ｘ５（２） －１．４８４（０．２２７） －１．４１２（０．２４４） －１．８５１（０．１５７） －１．５８９（０．２０４）
ｘ６（１） ０．１６８（１．１８３） －０．０９６（０．９０８） ０．２６４（１．３０２） ０．２８２（１．３２５）
ｘ６（２） ０．３１６（１．３７２） ０．１０４（１．１１０） ０．２３８（１．２６９） ０．４９９（１．６４８）

新型城镇化因素 ｘ７（１） －３．５５２（０．０２９） －３．９６３（０．０１９） －４．５９３（０．０１０） －３．４７９（０．０３１）
ｘ７（２） －２．４５７（０．０８６） －２．３８８（０．０９２） －３．５８６（０．０２８） －２．６６８（０．０６９）
ｘ７（３） －２．４９２（０．０８３） －２．４４０（０．０８７） －４．０４８（０．０１７） －２．０５５（０．１２８）
ｘ７（４） －２．３３０（０．０９７） －２．０７０（０．１２６） －３．６７７（０．０２５） －２．４６０（０．０８５）
ｘ８（１） ０．２７９（１．３２２） －０．１３１（０．８７７） ０．２００（１．２２２） －０．１９７（０．８２１）
ｘ８（２） ０．３０９（１．３６３） －０．２９７（０．７４３） ０．２５４（１．２８９） ０．４２９（１．５３５）
ｘ９（１） ３．１４２（２３．１６２） ２．９７０（１９．４９１） ３．０７０（２１．５４３） ３．２０３（２４．６１１）
ｘ９（２） ３．３００（２７．１０８） ３．０９８（２２．１５０） ２．８８２（１７．８５４） ４．０５８（５７．８６８）
ｘ９（３） １．７４２（５．７０６） １．５１０（４．５２６） １．９４５（６．９９６） １．５４３（４．６８０）

社区因素 ｘ１０ ０．４４３（１．５５７） －０．２９３（０．７４６） ０．７５４（２．１２６） １．１０４（３．０１６）
ｘ１１ －０．０５５（０．９４７） －０．１８７（０．８２９） －０．１３７（０．８７２） －０．１６７（０．８４６）

参数 常数 －０．０２２ ２．３０６ ２．２７５ －１．３４４
－２对数似然值 ４２７．０９３ａ １４７．０８６ａ １２１．６４１ａ １２１．６４７ａ
χ２ ４６６．５０７ １５０．４１２ １７６．１８４ １７４．３５１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０．６８７ ０．６６９ ０．７４６ ０．７４３

　　注：、、分别表示在０．１、０．０５、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分类变量中以每组最后一个值为参照组，如 ｘ５的参照组为“稳定工作”，

ｘ５（１）、ｘ５（２）则分别表示“失业１年以上”和“临时工作”相对“稳定工作”的显著性。

影响，相应ｅｘｐ（Ｂ）值具有先放大再缩小且均大于１的特征，
假设２－ｃ成立。这表明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可能存在一个
转折点，即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融入情况好转，但时间达到某

个值以后，社会融入出现了固化甚至恶化的情况。为此，本研

究以迁到新社区年限为横轴、以各时段“已融入”在当期总样

本中的占比为纵轴绘制了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曲线图，发现各

条曲线均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本研究依次将其命名为快速

融入期、融入转折期和融入内倾化期（图１）。其可能的解释
是：刚迁到新环境时，失地农民都会努力去适应城镇新生活、

新规范，社会融入进入快速发展期；之后，因城乡文化差异巨

大、家庭支出压力加大等原因，部分失地农民开始在社会融入

方面有意无意放弃了努力，社会融入进入转折时期；再之后，

可能有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缺少就业技能的失地农民始终处

于“失业”或“临时工作”状态，也可能有部分失地农民非理性

消费后开始返贫，这些失地农民的心理开始出现消极变化，社

会融入愈发艰难，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开始封闭化，社会融入步

入内倾化时期［１４］。

　　（３）社区因素的影响。社区因素中，社区配套设施在所
有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设３－ｂ不成立。交通
便利程度在模型Ⅰ、Ⅲ、Ⅳ中均通过了０．０１的置信水平检验，
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假设３－ａ在这个３个模型中成立，即在
模型Ⅰ、Ⅲ、Ⅳ中，交通越便利，失地农民外出接触社会越方
便，其社会融入也会变得越顺畅。至于模型Ⅱ中交通便利程
度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其原因极可能是广东各地基础交通设

施已经较为完善，且绝大部分家庭都有私家车，公交车这种交

通工具并不会对其日常社会交往产生实质性影响。

４　主要结论及启示

４．１　主要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中失地农民社会融

入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融入情况从西到东逐渐好转；

年龄、文化程度、目前就业状况、新型城镇化模式、迁到新社区

年限对所有地区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均具有显著影响；婚姻、目

前收入状况和社区配套设施影响不显著；性别因素对西部地

区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男性融入情况优于女性；

交通便利程度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但在全国和中部、西部

地区具有显著影响。

４．２　研究启示
４．２．１　通过补偿教育弥补文化程度欠缺　长期以来，我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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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教育资源城乡配置严重失衡，乡村地区的经费投入、师资水

平和设备设施等远落后于城市。乡村教育资源贫乏，造成了

失地农民文化程度整体偏低，而文化程度却是影响新型城镇

化中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通过补偿

教育弥补失地农民文化程度的欠缺，以帮助其建立起适合城

镇发展的知识体系，改变其精神风貌，提高其综合素质和适应

能力，夯实其社会融入的基础。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社交礼

仪、道德修养等基础知识的补偿教育；二是要加强自然气象、

安全知识等科普知识的补偿教育；三是要加强日常保健、医药

常识等医疗保健知识的补偿教育；四是要加强党建政策、土地

政策等政策理论的补偿教育［１５］。当然，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还

要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与教育。

４．２．２　通过就业支持促进稳定就业　新型城镇化中的失地
农民大多集中居住在安置社区，与原有城镇体系存在一定的

空间距离，而稳定就业下的城市业缘社会网络能帮助失地农

民跨越空间阻碍，拓展日常交往边界，从而加快社会融入步

伐。因此，地方政府应通过集中讲座、案例宣传等途径帮助失

地农民改变思想观念，提高竞争意识和就业本领，积极寻求就

业机会。地方政府也应针对失地农民的禀赋特征并结合人才

市场的实际需求，为其提供形式多样、实用性强的技术培训，

提高其劳动技能。特别是要实践订单培训、委托培训等与就

业直接挂钩的培训方式，实现失地农民培训与就业的有效对

接。当然，工业园区、开发商等用人单位也要增强社会责任

感，在适宜岗位上有倾斜地聘用失地农民。

４．２．３　选择适宜城镇化模式并注重就近转移　我国是一个
地域广袤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人文环境

等都可能迥然相异，因而各地在实践中应选择适宜的新型城

镇化发展模式［１６］。具体而言，一是要强化规划引领，将新型

城镇化发展道路与自身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紧密结合；二是

缺乏工业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地区要多践行具有内生动力机制

的城镇发展模式，不要急于选择对工业基础和技术条件有较

高门槛要求的外生型产城融合、产业综合等城镇发展道路，以

提高失地农民的参与度，通过广泛参与促进社会融入。同时，

在转移中要尽可能采用就近转移方式，避免失地农民生活习

俗、行为规范的跳跃式转换，减少其社会融入难度。

４．２．４　完善安置社区交通道路设施　众所周知，交通道路是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设施，同时也是人们对外交流、沟

通以及社会和谐与融合的基础性保障。作为集中居住的安置

社区，其交通道路设施的完善程度与通勤可达性不仅影响着

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对其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要加强安置社区的公共

交通规划，确保每个社区都有公共交通线路连接本地集镇或

县城，方便失地农民出行与对外交往，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更

应如此。对目前处于“孤岛”或“半孤岛”状态的现有安置社

区，地方政府应把其公共交通道路建设和完善摆在突出位置，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路网布局。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强化公路

路面的硬化和油化工程并完善相关安全配套设施，切实提高

安置社区的交通安全系数与服务水平。

４．２．５　以社区为中心构建社会融入支持平台　作为失地农
民情感依托和心理认同的主要“场域”，安置社区无疑应该成

为其社会融入最有力的支持平台。地方政府可利用社区平

台，通过免费讲座，引导失地农民建立起健康的财富心理和消

费观念，避免其二次返贫而陷入社会融入的“内倾化”陷阱，

也可利用心理座谈及时为面临社会融入困惑的失地农民提供

指导，避免悲观情绪的沉淀与群体化放大［１７］。社区居委会可

向失地农民及时、动态地介绍群体中的优秀榜样，通过榜样的

标杆作用，培养群体乐观、上进心态，促进群体社会融入。也

可成立社区的社会融入互助组织，发挥群体中年轻人更容易

实现社会融入的优势，帮助年老失地农民克服融入障碍，顺利

融入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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